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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翻譯與文學之間》是王宏志教授繼《重釋信達雅：二十世

紀中國翻譯研究》(1999) 之後，新近出版的翻譯研究論文集。本

書收入論文九篇，若稍作區分，似可分為兩大部份，一是文學翻

譯相關的討論，如晚清對翻譯小說的接受、卞之琳的棄文從譯、

周作人的譯事考掘。二是一般翻譯相關議題的研討，如譯者研究、

贊助人研究、早期外語教育與譯員培訓等。以下略為評介之。

首先看一般翻譯議題之討論。

〈「叛逆」的譯者︰中國翻譯史上所見統治者對翻譯的焦慮〉

是廣義的譯者研究，透過整理清中葉官方檔案（奏摺），作者討

論十八、九世紀中國譯者／通事如何因歷史、體制與統治者因素

而被視為政治上的「逆者」。由於統治者的焦慮，某種「夷夏之

辨」的思想，譯者在清廷的文書裡，通常就等於「漢奸」（頁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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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具諷刺或令天下譯者備感辛酸的是：通事本是清政府的一員，一旦有

事，反而被自己人背叛，成為官吏用來制夷的人質。究竟誰背叛了誰，

這是一個很難一語道盡的問題。

〈權力與翻譯︰晚清翻譯活動贊助人的考察〉援引勒菲弗爾的贊助

人論述，從官方與私人兩個角度討論晚清譯事的複雜。官方方面，作者

檢視了林則徐，恭親王奕訢各自組成的翻譯團體，私人翻譯則討論了吳

汝綸對嚴復的幫助與影響。有趣的是，林則徐作為晚清翻譯活動的第一

位贊助人，為了順利推展夷務，他固然有權力指揮譯者翻譯他要的資訊，

然而其權力始終受到自身「官運」與華夷之辨的牽制（頁 50-55）。奕訢

奏請成立京師同文館成功，但他也不時遭受保守派撻伐，招生與延聘師

資都波瀾頻起。准此，真正掌權的似乎在林、奕之上另有其人：一是道

光，一是慈禧；而在此二人之上者，更有大中國中心的傳統思想—夷

夏之辨—的左右。設若推此三者為此時翻譯活動的「贊助人」，似乎

也並無不可。吳汝綸除了在詩學方面導引嚴復，為其潤文寫序外，據學

者研究，他更關心的可能還有文章道統能否保持純正，西方思想是否會

反客為主，搶奪中國固有的地盤。嚴復以純正典雅的古文包裝西方思想，

對此，吳汝綸的心態是很複雜的。作為嚴復的贊助人，他的擔心與操控

似乎尚有許多複雜的層面可資探討。

〈京師同文館與晚清翻譯〉的篇幅很長，資料十分豐富。同文館是

中國第一所新式外語學校，旨在訓練外語、外交人才。如作者所言，同

文館之成立代表了某些有識之士願意放下華夷之別，以夷為師，但落實

到延聘教習、招募學生、課程設計等實務面，讀者還是看到清政府的「願

意」，其實仍停留在理論層面。八旗子弟不屑學外語；洋教習必須時刻加

以「監察」；本是外語學習，最後重點卻落在「諸學」（頁 111-118）；運

作 40 年，譯得的西書不過 26 種（頁 126）或 25 種（頁 141）。雖然這樣，

同文館在近代中國外語教育與翻譯史所扮演的承先啟後角色，畢竟地位

不可抹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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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文言與白話︰晚清以來的翻譯語言的考察〉探討晚清到 20 世紀

30 年代之間翻譯語言的急遽轉變。透過史料分析，作者指出翻譯語言之

選擇亦「涉及社會，政治，文化」等面向（頁 228），而這當中的關鍵是

「擬想讀者」的制約。戊戌政變之後，翻譯的語言是白話，因為當時的擬

想讀者是普通群眾。然而始料未及的是，其時真正的讀者卻還是傳統讀

書人；基於文人的美學要求，最後還是文言文取勝。到了五四時代，白

話文成為主要書面語。但反對白話文的聲音也時有所聞。與此同時，亦

有學者提出以歐化語體來解決白話文過於簡單的缺點；他們認為藉此方

式，可以引進新的表達方法和語詞，改革中國語文，例如魯迅後來就採

用逐字對譯的方式，並視之為正確的翻譯方法。此所以魯迅的翻譯語言

與創作語言有別。行文至此，筆者有個雖然有點題外但始終無解的疑問︰

若翻譯引進的字法句法可以改善本國語文，創作者（例如魯迅）何以不

用，寧可使用舊有的語言創作？

如何「正確」翻譯，這在清末民初是個重要議題。本書第七、八章

以魯迅、梁實秋、瞿秋白為中心，討論魯迅的直譯，梁實秋的意譯，以

及三人之間這幾場論爭背後的政治議題。有趣的是，作者指出魯、梁雖

然筆戰激烈，兩人的翻譯標準其實很是相近。這兩章曾收入《重釋信達

雅》（王宏志，頁 218-239；頁 240-272），這裡不再贅述。

接下來看翻譯與文學相關的篇章。

〈「以中化西」及「以西化中」︰從翻譯看晚清對西洋小說的接受〉

檢視了晚清讀者對西洋小說的理解。晚清的文學翻譯是很功利的，翻譯

只是為了借用原文的權威，「推動一些本國文學自身所不能產生的改變」

（頁 149）。這是「以西化中」。一旦所譯的作品與本國人情、倫理、品味

不合，譯／論者就搬出中國固有的標準，對原著的內容、形式任意增刪

修改。這是「以中化西」。基本上，晚清的文學翻譯始終搖擺在這兩個標

準之間，既渴望藉助翻譯之力來改革本國文學，又對譯本的異質性百般

提防，可謂矛盾至極。換言之，晚清時人對西洋小說的理解是失焦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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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者為創作，何者為翻譯，其間的界限十分模糊。

若晚清文學譯者有時混淆翻譯與創作，那麼〈「畢竟是文章誤我，我

誤文章」︰論卞之琳的創作、翻譯和政治〉所論，就是一位拋棄創作，

轉向翻譯的詩人卞之琳。在三，四○年代，卞除了寫詩，也譯介了許多

西方現代派詩作，到了五十年代才轉向譯介與研究莎劇。論文綜合卞的

創作、翻譯和文學評論，放入四九年後的政治與文化空間，檢討卞如何

在四九年後調整創作方向，轉而寫起寫實的政治詩，繼而又轉向翻譯兼

莎劇評論。透過如此的檢視，作者讓我們看到翻譯、文學、政治這三者

在特定時空中呈現的微妙牽制。

〈「人的文學」之「哀弦篇」︰論周作人與《域外小說集》〉是一篇

翻案文章。這篇文章立論嚴謹，外證內證層層進逼，論述推展極具說服

力，讀來十分精彩。《域外小說集》（以下簡稱《域》）出版於 1909 年，

1921 年重印，至今已將近百年。然而《域》至今多半與魯迅聯繫在一起，

極少有人知道該書與周作人（以下簡稱周）的關係。作者在這篇論文裡

廣泛運用各種研究與第一手資料，就翻譯過程、分工模式、選材、方法、

文學品味幾個面向，帶領讀者回到小說出版的歷史語境，除了檢討過去

關於《域》的論述問題，也確立周氏兄弟，尤其周在中國近代譯史的位

置和貢獻。

文章一開始，作者即嘗試破解《域》曾經影響近代文學翻譯的神

話，點出《域》曾經影響五四文學翻譯方向的說法乃是一種「虛構」（頁

230），理由是當時的文獻資料不見有人提及這部譯著，也無人提到該譯

本對他／她的影響或啟示；更別提該書銷路極差，出版半年內僅賣出 40

本；更重要的是作者套句魯迅自己的話：此書「以後便再沒有人買了」，

此言可謂強而有力地消解了上述的影響神話。

破解神話畢竟只是本篇論文的序曲，更重要的是王教授還原歷史現

場，找出《域》譯製的真相。論文首先從外證入手，例如從譯作的分工

點出《域》不僅不能算是魯迅的作品，主要譯者也不是魯迅。《域》之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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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東、北歐與俄國作家的作品，其實是周數十年一貫的堅持。而最有力

的真相說明是：1921 年重印時，魯迅把署名由 1909 年的「會稽周氏兄

弟」改為「周作人編譯」，可見魯迅自己並不想居功（頁 242）。

論文的後半則從內證入手。作者直接細讀《域》的小說與譯介，搭

配周寫於這段時期的日記、回憶錄與作品，點出《域》選譯的文類與風

格比較接近周的文學品味。例如周不喜結構，喜歡那些「不大像小說的

隨筆風的小說」（頁 245），而《域》選譯的小說都內容不顯，近乎晦澀，

「幾乎沒有故事情節」（頁 246），這與魯迅重視小說情節與結構的作風形

成明顯的對照。《域》選譯的作家多半來自被壓迫的弱小民族，因而經常

被解讀成吶喊的革命文學。透過細讀，作者點出《域》並無吶喊反抗的

聲音，有的反而是陰鬱的悲哀、逃避與「非戰」的思想（頁 250）。再者，

《域》的譯介文字也看不到勇敢的革命鬥士，即使該原文作家本是革命

份子，例如顯克微支，但《域》對他的介紹卻側重於文字與技巧的精湛。

《域》作為革命文學，其虛構性至此不攻自破。

論文最後檢視了周寫於 1908 年的〈哀弦篇〉，因為這篇文章與《域》

的翻譯時間同時，最能反映周這時期的思想。此文約一萬多字，介紹東、

南歐、希伯萊文學，主旨為「衰世哀音」（頁 263）。作者比較其構想與

內容，發現與《域》原來的翻譯計畫是一致的；換言之，〈哀〉與《域》

本來就是周打算用來譯／介外國文學的兩種媒介：論文＋翻譯小說。再

者，〈哀〉（揭示）的文學思想是文學之能夠移情，惟哀弦而已；由此再

回頭看《域》，作者發現《域》每一篇譯文幾乎都符合周這一小說美學。

至此，《域》與周的關係可謂確鑿無疑，而周作人在翻譯文學史上的地位

亦當然由此確立。




